
五、 总结： 作为人类伙伴的人工智能

本文探讨了数字化转型如何导致 “后真相社会”、 人工智能所生成的解释如

何说服我们， 以及人工智能解释的发展如何影响人类的价值判断等问题。 虽然这

些讨论包括人类对真理和价值的判断并不优于人工智能的内容， 但它在本质上仍

然是以人类为中心的。 如果我们把人工智能视为社会的一个重要成员， 一个行为

主体， 那么需要讨论的道德问题更加广泛。 我们越是试图把人工智能变得更加合

乎道德， 人类滥用人工智能的可能性就越大。 一个对人类的虐待只能做合乎伦理

道德反应的人工智能无法管教人类。

人类与合乎伦理道德的人工智能进行合乎伦理道德的沟通， 也不能保证更美

好的结果。 科幻电影 《阳之后》 （Ａｆｔｅｒ Ｙａｎｇ） 中， 人工智能 “阳” 在被人类锁

定的认知、 情感代码之中进行自我探索， 而与这样的人工智能生活在一起的人类

彼此沟通也像是毫无感情一样。 在这种社会中只有社会化程度不高的儿童和在黑

市上修理人工智能机器的工程师才知道如何发怒。 今后， 创造能让人类共鸣的叙

事主体不仅仅是人， 还将包括人工智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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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新一代信息技术推动新科技革命

从创新经济学的视角来看， ２００８ 年前后孕育兴起的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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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革是英国工业革命以来的第六次技术革命。 技术创新被分为渐进式创新和激进

式创新两种。 其中， 前者是既有技术体系下的一种连续性的增量改进， 大致对应

于新古典增长模型中的技术进步， 而后者则遵循着与既有技术体系完全不同的技

术轨迹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ｔｒａｊｅｃｔｏｒｙ）， 并对应着新的技术范式。① 对于那些广泛渗透

于经济社会各环节、 具有很大提升空间、 能够带来巨大溢出效应的通用目的技术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Ｐｕｒｐｏｓｅ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ＧＰＴ） 来说， 如果多个关联领域同时或先后出现激

进式创新， 则将形成新的主导技术体系， 进而引发技术革命。② 伴随着每一次技

术革命的爆发， 基于新的主导技术体系都会出现 １ ～ ２ 种成本低廉、 近乎无限供

给、 具有广泛用途的关键要素 （ｋｅｙ ｆａｃｔｏｒ）。 微观主体出于逐利本能和降本增效

的考虑会尽可能调整其生产运营方式， 以便更多地使用低成本的新关键要素， 并

带动生活消费乃至整个经济社会组织模式的重构， 逐步形成基于新技术体系和新

关键要素的技术—经济范式。③

早在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 弗里曼、 佩雷兹等新熊彼特学派创新经济学家便开

始对技术革命进行系统研究并指出， 当多个关联的通用目的技术 （ＧＰＴ） 同时

或相继出现激进式创新时， 往往会引发技术革命。④ 据此， 弗里曼、 佩雷兹等又

进一步给出了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之前 ５ 次技术革命的大致起始时间及标志性事件：

（１） １８ 世纪 ６０—７０ 年代， 以 “斯密顿水车” “珍妮纺纱机” “阿克赖特水力织

布机” 等为标志， 开启了工业革命的序幕； （２） １８ 世纪末到 １９ 世纪 ３０ 年代，

以 “瓦特蒸汽机” 广泛应用和 “利物浦—曼彻斯特” 铁路线开通为标志， 将人

类社会带入 “蒸汽和铁路时代”； （３） １９ 世纪 ７０ 年代， 以钢铁、 电力及重型机

械等为代表的第三次技术革命将人类社会带入 “钢铁和电气时代”； （４） ２０ 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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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ａｎｔｓ ａｎｄ Ｄｉｒｅｃ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Ｔｅｃｈｎｉｃａｌ Ｃｈａｎｇｅ，”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Ｐｏｌｉｃｙ， Ｖｏｌ. １１，
１９８２， ｐｐ. １４７ － １６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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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ｅｒｅｚ， “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Ｒ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Ｔｅｃｈｎｏ⁃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Ｐａｒａｄｉｇｍ，”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Ｖｏｌ. ３４， ２０１０， ｐｐ. １８５ － ２０２．
Ｃ. Ｆｒｅｅｍａｎ ＆ Ｃａｒｌｏｔａ Ｐｅｒｅｚ，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 Ｃｒｉｓｅｓ ｏｆ Ａｄｊｕｓｔｍｅｎｔ，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Ｃｙｃｌｅｓ ａｎｄ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 ｉｎ Ｇ. Ｄｏｓｉ， Ｒ. Ｒ. Ｎｅｌｓｏｎ， Ｇ. Ｓｉｌｖｅｒｂｅｒｇ ＆ Ｌ. Ｌ. Ｇ. Ｓｏｅｔｅ （ ｅｄｓ. ）， Ｔｅｃｈｎｉｃａｌ
Ｃｈａｎｇｅ ａｎｄ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Ｔｈｅｏｒｙ， Ｐｉｎｔｅｒ， Ｌｏｎｄｏｎ， １９８８； Ｃａｒｌｏｔａ Ｐｅｒｅｚ，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Ｒ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Ｔｅｃｈｎｏ⁃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Ｐａｒａｄｉｇｍ，” ２０１０．
Ｔｉｍｏｔｈｙ Ｆ. Ｂｒｅｓｎａｈａｎ ＆ Ｍａｎｕｅｌ Ｔｒａｊｔｅｎｂｅｒｇ， “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Ｐｕｒｐｏｓｅ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ｉｅｓ ‘ Ｅｎｇｉｎｅｓ ｏｆ
Ｇｒｏｗｔｈ？’” ＮＢＥＲ Ｗｏｒｋｉｎｇ Ｐａｐｅｒ， Ｎｏ. ４１４８， １９９２．



初， 以石油化学、 汽车制造为代表开启了 “石油与汽车时代”； （５） ２０ 世纪

６０—７０ 年代， 英特尔公司微处理器的发布宣告了 “信息时代” 的到来。① ２００８

年前后， 风能、 太阳能等新能源技术以及石墨烯等新材料， 以 （移动） 互联网、

大数据、 人工智能等为代表的新一代信息技术， 以及多种不同通用目的技术领域

都出现重大技术突破和较大规模示范性应用， 这些都可以看作是技术革命的标志

性事件。 因此， 对照创新经济学的划分标准， 以新一代信息技术 （数字技术）

为主导的世界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 可以看作是工业革命以来的第六次技

术革命。

二、 数字经济带来经济新动能、 新形态

（一） 数字经济带来增长新动能

世界技术革命演进的历史经验表明， 技术革命与经济增长有密切关联。 ２０

世纪 ３０ 年代末， 创新经济学的鼻祖约瑟夫·熊彼特便发现工业革命以后世界经

济增长呈现出 ５０ 年左右的周期性变化， 该周期也被称为 “熊彼特周期” 或 “康

波周期”。② 而弗里曼、 佩雷兹等在考察从 １８ 世纪 ６０ 年代到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间的

五次技术革命时发现， 技术革命的发生同样呈现周期性特征， 而且两次技术革命

出现的间隔时间也在 ５０ 年左右。③ 在发生时间上， 技术革命与经济长周期之间存

在耦合， 即几乎每一轮技术革命的标志性事件都会在上一轮经济长周期的下降阶

段出现， 比新一轮经济长周期的起点 （及上升阶段） 提前 １０ ～ ２０ 年。④ 技术革

命周期和经济长周期之间的规律性耦合有其内在的微观基础。 每一次技术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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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的农业经济学家康德拉季耶夫于 １９２６ 年利用英国、 法国、 美国的统计资料， 也提出

了一个类似的、 跨度为 ４８ ～ ６０ 年的长周期概念。 熊彼特与康德拉季耶夫的研究截止到 ２０
世纪 ２０ 年代末， 后续的长周期仍然存在， 但是跨度似乎缩减到 ４０ 年左右， 为简便起见不

妨将熊彼特经济周期 （或康德拉季耶夫周期） 简称为 “经济长周期”。
确切地说， 前三次技术革命的间隔时间也在 ５０ 年左右， 后两次间隔时间则有所缩短， 为

４０ 多年； 与之相对应， 经济长周期的跨度也有缩减的趋势。
Ｎ. Ｄ. Ｋｏｎｄｒａｔｉｅｖ， “Ｔｈｅ Ｌｏｎｇ Ｗａｖｅｓ ｉｎ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Ｌｉｆｅ，” Ｒｅｖｉｅｗ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 Ｎｏ. １７，
１９３５， ｐｐ. １０５ － １１５； Ｊｏｓｅｐｈ Ａ. Ｓｃｈｕｍｐｅｔｅｒ，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Ｃｙｃｌｅｓ： Ａ 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ａｌ，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ａｎｄ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ｔｈｅ Ｃａｐｉｔａｌｉｓｔ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Ａｂｒｉｄｇｅｄ， ｗｉｔｈ ａｎ 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ｂｙ Ｒｅｎｄｉｇｓ Ｆｅｌｓ），
ＭａｃＧｒａｗ⁃Ｈｉｌｌ Ｂｏｏｋ Ｃｏｍｐａｎｙ， １９３９．



都是对既有技术体系和经济均衡的颠覆性冲击， 每一个社会成员和微观主体面

对冲击时都有一个适应的过程。 有的微观主体在原有技术体系下没有太多的既

得利益和沉没成本， 能够积极拥抱新的技术体系； 更多的微观主体则是原有技

术体系的既得利益者， 在新一轮技术革命萌芽阶段， 出于维护自身利益的考虑

会本能地进行抵制。 这样新技术体系从出现到全面推广应用， 需要经历一段相

当长的接受和适应过程， 一旦跨越了社会成员接受的临界点， 便会引发大规模

的投资需求， 引导全社会要素资源向新技术领域大量集聚， 人们的生活消费方

式也将发生重大变化并引发新需求， 从而使经济进入新一轮经济长周期的繁荣

和上升阶段。

作为第六次技术革命的此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 其标志性事件出现在

２００８ 年前后。 基于技术革命与经济长周期的耦合机制， 经过十多年在全社会

范围内的影响和渗透， 新一轮经济长周期上升阶段开启的时间节点在 ２０２０ 年

前后。 世界银行的一项研究显示， ２０２０ 年数字经济规模相当于全球 ＧＤＰ 的

１５. ５％ ， 在过去 １５ 年里， 其增长速度是全球 ＧＤＰ 增速的 ２. ５ 倍。 根据国际

货币基金组织统计， ２０２０ 年全球 ＧＤＰ 总量达到 ８４. ５ 万亿美元， 以此推算

２０２０ 年数字经济规模已经达到 １３. １ 万亿美元。 从中国的实际情况来看， 尽

管新冠疫情带来了负面影响， 但数字经济发展仍逆势上升。 根据笔者课题组

测算， ２０２１ 年全国数字经济增加值规模约为 ２１. ０ 万亿元， 占 ＧＤＰ 比重为

１８. ３ ％ 。

（二） 作为新经济形态的数字经济

数字经济在带来经济新动能的同时也带来各种新模式新业态， 从根本上改变

了经济社会运行形态。 数字经济作为新经济形态， 最为突出的特点就是经济运行

效率的大幅提升。 在微观层面， 数字技术的广泛渗透和应用， 不仅产生大量数据

资源， 还能从中迅速提炼出有效信息， 并在生产、 消费各环节中实时传递， 提升

生产经营各环节、 各主体、 各要素之间的协同性， 从而提高全要素生产率。 在宏

观层面， 数据要素所具备的非竞争性、 （部分） 非排他性等技术—经济特征， 使

之能够同时应用于多个不同场景， 发挥协同性和效率提升作用， 最终体现为对经

济发展的放大、 叠加、 倍增效应。 从需求侧来讲， 高质量发展应该更好地满足

“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 在新时代意味着更多满足收入水平提高后的

多元化、 个性化需求。 而以平台经济为代表的各种数字经济新模式， 通过挖掘

“长尾” 市场、 提供个性化产品服务等方式， 能够更好地满足消费者需求， 带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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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多消费者剩余 （Ｖｅｌｄｋａｍｐ 和 Ｃｈｕｎｇ， ２０１９；① Ｇｏｒｄｏｎ， ２０１８；② 蔡跃洲、 马文

君， ２０２１③）。

另外， 从现代化角度来看， 现代化的内涵会随着经济社会形态和科学技术水

平的变化而动态调整； 作为新经济形态， 数字经济的兴起赋予了现代化新的内涵

和形式。 第一次工业革命后， 现代化的特征表现为机器化、 蒸汽动力、 工厂社会

化大生产； 第二次工业革命后， 现代化被赋予了电气化、 标准化、 大规模、 大众

消费等新特征。 在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背景下， 数字经济新业态、 新模式

的发展， 赋予现代化敏捷化、 智能化、 个性化、 定制化等新特征， 数字化发展代

表着现代化的新形式。

三、 中国数字经济的发展与探索

（一） 中国数字经济发展规模及趋势

得益于海量用户红利和丰富的技术应用场景， 过去 ２０ 年中国数字经济一直

维持着较高速度的增长。 本文基于蔡跃洲和牛新星 （２０２１）④ 研究提出的模型对

中国数字经济增加值规模进行了测算， 结果显示， 从 １９９３ 年到 ２０２１ 年， 中国数

字经济增加值规模占 ＧＤＰ 的比重从 ２. ７％ 上升到 １８. ３％ ， 年均增速达 １６. ６％ ，

远高于同期 ＧＤＰ 增速， ２０２１ 年全国数字经济增加值规模约为 ２１. ０ 万亿元， 如图

１ 所示。

从发展趋势来看， 中国数字经济经历了从高速增长到平稳增长再到高速增长

的过程， ２０１０ 年以后， 伴随着新一代信息技术的加速创新和深度融合， 数字经

济重新进入高速增长期， ２０１０—２０２１ 年数字经济增加值年均增速为 ９. ９％ ， 而同

期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 ＧＤＰ 年均增速下降到 ７. ９％ 。 该研究将数字经济分为

“数字产业化” 和 “产业数字化” 两部分， 前者主要包括与 ＩＣＴ 产品服务提供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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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Ｌａｕｒａ Ｖｅｌｄｋａｍｐ ＆ Ｃｉｎｄｙ Ｃｈｕｎｇ， “Ｄａｔａ ａｎｄ ｔｈｅ Ａｇｇｒｅｇａｔｅ Ｅｃｏｎｏｍｙ，” Ｏｃｔｏｂｅｒ ３０， ２０１９， ｉｎ
ｐｒｅｐａｒａ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ｔｈｅ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
Ｒｏｂｅｒｔ Ｊ. Ｇｏｒｄｏｎ， “ Ｗｈｙ Ｈａｓ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Ｇｒｏｗｔｈ Ｓｌｏｗｅｄ Ｗｈｅｎ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Ａｐｐｅａｒｓ ｔｏ Ｂｅ
Ａｃｃｅｌｅｒａｔｉｎｇ？” ＮＢＥＲ Ｗｏｒｋｉｎｇ Ｐａｐｅｒ， Ｎｏ. ２４５５４， ２０１８．
蔡跃洲、 马文君： 《数据要素对高质量发展影响与数据流动制约》， 《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

究》 ２０２１ 年第 ３ 期， 第 ６４ ～ ８３ 页。
蔡跃洲、 牛新星： 《中国数字经济增加值规模测算及结构分析》， 《中国社会科学》 ２０２１ 年

第 １１ 期， 第 ４ ～ ３０ 页。



图 １　 １９９３—２０２１ 年中国数字经济增加值规模与 ＧＤＰ 占比
数据来源： 笔者根据蔡跃洲、 牛新星 （２０２１） 研究的数据整理绘制

接相关的数字部门， 后者主要涵盖 ＩＣＴ 渗透到传统行业后带来的新模式。 测算结

果显示， １９９３—２０２１ 年， 产业数字化的增速整体快于数字产业化， 但是在 ２０１３

年之后， 随着电子商务、 数字媒体等新兴数字部门的爆发式增长， “数字产业

化” 的增速高于 “产业数字化”。 不过， ２０２１ 年 “数字产业化” 部分的增速出

现下降， 而 “产业数字化” 部分的增速则快速增加。 新一代信息通信技术与传

统产业的深度融合释放出巨大能量， 成为引领经济发展的强劲动力， 其中制造、

金融、 交通运输业是增速最快的行业， 产业数字化正在开启新一波增长浪潮。

２０２０ 年， 中国数字经济规模约为 １８. ４ 万亿元 （按 ２０２０ 年人民币对美元平

均汇率中间价 ６. ９ 折算约为 ２. ７ 万亿美元）， 在全球数字经济规模中的占比为

２０. ４％ ， 这一数字超过 ２０２０ 年中国 ＧＤＰ 在全球的比重 （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

织的测算， ２０２０ 年中国 ＧＤＰ 约为 １４. ７ 万亿美元， 占全球 ＧＤＰ 的 １７. ４％ ）。 本

文基于蔡跃洲和牛新星 （２０２１） 的测算模型及数字经济各组成部分年增长率，

通过趋势外推方法对 ２０２２—２０３５ 年数字经济增长率进行预测， 并估算这些年

份相应部分的增加值规模， 进而得到加总的数字经济规模预测值， 如表 １ 所

示。 预计到第十四个五年规划结束时 （即 ２０２５ 年）， 中国数字经济增加值规模

将达到 ３２５１６６. ５ 亿元 （名义值）， 其中数字产业化增加值为 １５１７８９. ３ 亿元，

产业数字化增加值为 １７３３７７. ２ 亿元； 数字经济增加值规模 （名义值） 将在

２０３５ 年接近百万亿元。 在 《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

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 起草和征求意见过程中， 一些地方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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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门建议， 明确提出到 ２０３５ 年实现经济总量或人均收入翻一番的目标。 如果

要实现 ２０３５ 年人均 ＧＤＰ 翻一番的远景目标， 要求未来 １５ 年 ＧＤＰ 实际增速年

均达到 ４. ８％ 。 这种增长速度将使我国 ＧＤＰ 总量从 ２０２０ 年的 １０１. ４ 万元亿增

加到 ２０７. ５ 万亿元 （２０２０ 年不变价格）。 以此为参照， ２０３５ 年数字经济增加值

规模在 ＧＤＰ 中的占比将接近 ５０％ 。 未来 １５ 年， 数字经济将在促进经济增长方

面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不仅是我国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重要支

撑， 也将成为全球数字经济发展的重要驱动力。

表 １　 ２０３５ 年中国数字经济规模估算预测 （名义值）
单位： 亿元

年份
数字产业化 产业数字化

ＩＣＴ 制造业 ＩＣＴ 服务业 小计 ＩＣＴ 替代效应 ＩＣＴ 协同效应 小计

数字经济

规模合计

２０２１ ３９８９８. ３ ５６１３３. ４ ９６０３１. ７ ７１０１９. ９ ４２６８５. ０ １１３７０５. ０ ２０９７３６. ７

２０２２ ４４００４. ３ ６３９３７. ９ １０７９４２. ２ ７８５８７. ５ ４７６５２. ３ １２６２３９. ８ ２３４１８２. ０

２０２３ ４８６４７. ３ ７２４６８. ２ １２１１１５. ５ ８７１８０. ６ ５３０５４. ７ １４０２３５. ２ ２６１３５０. ８

２０２４ ５３９８３. ７ ８２２８０. ４ １３６２６４. １ ９７００１. ３ ５８９１９. ７ １５５９２１. ０ ２９２１８５. １

２０２５ ５９５６９. ４ ９２２１９. ９ １５１７８９. ３ １０７５６３. ５ ６５８１３. ７ １７３３７７. ２ ３２５１６６. ５

……

２０３０ １０３９８７. １ １６２４５４. ４ ２６６４４１. ５ １７９４１９. ４ １１７２５０. ９ ２９６６７０. ２ ５６３１１１. ７

２０３１ １１５９９３. ５ １８２３１４. ７ ２９８３０８. ２ １９８９０６. ９ １３１３１７. ４ ３３０２２４. ２ ６２８５３２. ４

２０３２ １２９５５３. ４ ２０４２６０. ５ ３３３８１３. ９ ２２０３９６. ３ １４７２４８. １ ３６７６４４. ５ ７０１４５８. ４

２０３３ １４５２７８. ５ ２２８８３５. ６ ３７４１１４. １ ２４４１８０. ８ １６５２０２. ２ ４０９３８２. ９ ７８３４９７. ０

２０３４ １６４４６８. ８ ２５６４８４. ３ ４２０９５３. １ ２７０７１３. ８ １８５４４２. ３ ４５６１５６. １ ８７７１０９. ２

２０３５ １９０１００. ２ ２８７６３２. ６ ４７７７３２. ７ ３００２３１. １ ２０８１３９. ３ ５０８３７０. ４ ９８６１０３. １

　 　 数据来源： 蔡跃洲、 马晔风、 牛新星： 《新发展阶段下中国数字经济发展的定位、 趋势及挑战》， 《财
经智库》， ２０２３ 年第 １ 期。

（二） 数字减贫的中国模式探索

党的十八大以来， 我国脱贫攻坚工作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 ９８９９ 万农村

贫困人口全部脱贫， 历史性告别绝对贫困， 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实现第一个百

年奋斗目标奠定坚实基础。 在此过程中， 各大消费互联网平台配合国家战略， 依

托覆盖全国的各类基础设施， 将业务下沉到农村， 通过数字化手段创新扶贫新模

式， 探索出 “国家战略引导、 基础设施覆盖、 平台下沉创新” 的数字减贫新路

径， 在产业扶贫、 带动就业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中国式数字减贫充分发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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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为政府与有效市场协同配合” 的制度优势， 不仅在我国农村脱贫攻坚中发挥

重要作用， 也为全球减贫事业提供了可借鉴的中国经验。

总体来看， 过去十年里中国在数字减贫方面取得的卓著成效， 是三大因素

交汇融合、 共同发力的结果。 其一是国家战略引导。 中国共产党 “为中国人民

谋幸福， 为中华民族谋复兴” 的初心和 “以人民为中心” 的执政理念， 决定

了脱贫攻坚、 乡村振兴成为过去十年党和国家的重要战略。 党中央的顶层设计

和自上而下的着力推动， 必然引导社会资源向农村扶贫和乡村振兴领域汇集。

其二是基础设施先行。 ２１ 世纪以来， 我国便加快了基础设施建设步伐。 传统

的 “铁公机” 配合以宽带、 光纤、 新一代移动通信为代表的数字新基建， 在

２０２０ 年后就基本实现了对全国绝大部分行政村的覆盖和触达， 进而使物流网

络广泛覆盖全国绝大部分乡村， 为物质流、 人流和信息流的畅通循环， 为边远

乡村切实融入全国统一大市场提供了物质技术基础。 其三是平台模式创新。 我

国的头部互联网平台基于承担社会责任和业务下沉两方面的考虑， 从拓展平台

市场空间出发， 围绕农村和农业开展了一系列的模式创新。 从最初相对自发的

“淘宝村”， 到后续腾讯的 “互联网 ＋ ” 助力， 再到抖音、 拼多多、 美团、 京

东等平台的各种助农模式， 都是政府引导和平台创新协同发力的结果。 因此，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 党的十八大以来， 中国数字减贫， 特别是乡村数字减贫所

取得的成效， 完美体现了中国 “有为政府 ＋ 有效市场” 的制度优势， 是我国在

人类扶贫事业上的一次伟大实践。

四、 全球数字经济发展展望及合作建议

随着 ＩＣＴ 技术在经济社会各领域的深入渗透， 数字经济在全球范围内蓬勃发

展， 在世界经济体量中的占比越来越高。 世界银行的一项研究显示， ２０２０ 年数

字经济规模相当于全球 ＧＤＰ 的 １５. ５％ ， 在过去 １５ 年里， 其增长速度是全球 ＧＤＰ

增速的 ２. ５ 倍。 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统计， ２０２０ 年全球 ＧＤＰ 总量达到 ８４. ５ 万

亿美元， 以此推算 ２０２０ 年数字经济规模已经达到 １３. １ 万亿美元。 随着数字技术

的加速创新和深度融合， 网络、 数据、 计算、 平台等数字经济发展所需的关键要

素， 逐渐成为整个经济社会体系的基础设施， 不同国家和地区的数字经济竞争力

也越来越多地体现在这些核心和基础领域。

与此同时， 全球数字经济发展也正面临着一系列困难和挑战， 具体体现

在以下几方面： 一是逆全球化趋势给数字技术领域的合作带来更多障碍， 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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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表现为美国单方面采取的对华禁售、 实体清单等措施； 二是主要经济体在

跨境数据流动方面存在较大分歧， 其中欧盟 《通用数据保护条例 （ ＧＤＰＲ）》

和美国 《明确境外数据合法使用法案 （ ＣＬＯＵＤ）》 可以说代表了两种截然不

同的立场； 三是新模式、 新业态给全球范围内的监管治理和利益分配带来新

的挑战， 针对跨国科技公司的监管和围绕数字税的谈判都是全球各国关注的

焦点。

未来把握世界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趋势， 推动全球数字经济健康发

展， 各主要经济体需要正视前述困难挑战， 加强合作， 共同应对。 首先， 要摒弃

以邻为壑的 “零和博弈” 思维， 减少对数字领域经贸往来、 技术交流、 研发合

作等方面的人为限制。 其次， 要发挥各自优势， 实现互补共赢。 例如中韩之间，

不仅地域文化相近， 更在技术、 市场等方面存在互补关系， 加强合作便能实现双

赢。 最后， 作为新经济形态， 数字经济发展必然带来国际国内各个层次的利益分

配格局重构， 在国际层面应利用好 Ｇ２０、 ＡＰＥＣ 以及 ＲＣＥＰ、 ＤＥＰＡ、 ＣＰＴＰＰ 等多

边平台， 加强对话交流， 通过补偿性制度安排、 发展模式和经验分享等， 让全球

各国共享数字经济的时代红利。

（责任编辑： 祝伟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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